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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早期探索* ①

谢辉元

【提要】 1949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经历了早期探索阶段。五四前后，以唯物史观
指导中国通史撰述的设想被提出，社会史论战前后部分学者对此作了撰著尝试，全面抗战爆发后马

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走向成熟。其间，中国通史撰述对进化史观多有扬弃，并逐渐探索出一套符
合唯物史观基本要义的中国通史解释体系，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贯彻成为时人评判马克思主义中

国通史撰述的显著标志。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通史 通史撰述 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写出一部可信的、科学的中国通史。由于这项工
作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故从史家个人至中共领袖都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就结果而言，马克思主义
中国通史撰述确实取得不少成就，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对这项
工作的总结和梳理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①但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全面抗战爆发后涌现的一些富有

经典意义的中国通史撰述，对此前的中国通史及一些边缘性通史编撰成果则关注不够。本文拟通过
重新爬梳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有关成果，丰富我们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

的认识。

一、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通史撰述设想的提出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界要求突破传统史学束缚、重写“中国史”的诉求日趋强烈。章太炎的
《中国通史略例》( 1900 年) 构想了中国通史新宗旨和体例，指出史学要“知古今进化之轨”; ②梁启超
的《中国史叙论》( 1901 年) 、《新史学》( 1902 年) 提倡“史界革命”“新史学”，批评“一人一家之谱牒”
的旧史学，主张“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的“中国史”。③ 嗣后，中国学界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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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通史撰述上有诸多实践，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后名《中国古代史》，1904—
1906 年) 、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1903—1904 年) 、徐念慈的《中国历史讲义》( 1908 年) 等，都
是以进化史观重写“中国史”的尝试。相关著述在体裁上以章节体撰写，在理念上追求因果关系和进
化律的揭示，以及民族精神的提振，突破了传统史观和史体的同时，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

提供了参考。
随着唯物史观在五四时期的大规模传入，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主张以新史观“重作”中国史，其中

以李大钊为代表。作为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者，他深谙唯物史观之于史学研究的价值，认为现代史
学已发展到以揭露历史深层的因果关系为目标的阶段，即“会其通”。他说:“今日史学进步的程途，
已达于不仅以考证精核片段的事实，即为毕史之能事了，必须认人事为互有连琐，互有因果关系者，

而施以考察，以期于事实与事实之间，发现相互的影响与感应，而后得观人事之会通。”①这种“会通”
其实是要求揭示历史的因果法则，蕴含了李氏对中国史撰述在“通”方面的期待。由此标准衡量，唯
物史观较其他史观有着突出优势，所以他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
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了一新纪元。”②

反观中国传统史学，则需重新“改作”。李大钊说: “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
史观( 指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引者注) 所支配”，所以，“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
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③ 这里的“新史观”指的就是唯物史观。他还说:“中国旧史，其中
所载，大抵不外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而于社会文化方面，则屏之弗录。这样的史书，就
是本于历史只是政治，政治只是主权者的行动的见解而成的。”④这是李氏从内容上对旧史书所作的
批判。此外，旧史料的问题也是历史需要“改作”的因由。李大钊曾就此举例，如以“新的历史眼光”
去观察中国古代神话、古姓，以河南考古发现说明殷周情况，“可以断定往日记录有许多错误，是可以
改作重作的，是必须改作重作的”。⑤ 他由是表示: “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
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很希望有许多人起来，去干这种很有趣味的事，把那些旧材料、旧记录，统通
召集在新的知识面前，作一个判决书。”⑥李大钊所谓“新的历史眼光”，既包括唯物史观，也包括进化
史观;所谓“判决书”，就是新的中国史。在授课过程中，他曾向学生表露过类似期望: “现在还没有
人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编出一部中国历史来。现在历史教不好，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本书。”⑦

李大钊提出上述主张有着复杂的思想背景，其中包括“新史学”的建设、唯物史观的传入、疑古风
气的流行、现代考古学的兴起等。他对史学界的这些趋势保持了关注，并呼吁拿“新史观”“新史料”
重作中国史。他在《史学要论》中设想的“国民史”“民族史”，其实就是中国史的不同形态。可以说，
李大钊在中国史学界较早发出了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通史撰述的呼声。
在五四前后，设想以唯物史观重写中国史的人，自然不止李大钊一人。1919 年前后，在北京大学

求学的罗章龙、邓中夏等人亦是。他们曾在“曦园”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罗章龙在其学习笔记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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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国数千年“相砍”的历史，形成了“反动的旧史观”，二十四史咏叹的“均属帝王将相”，故对于
“圣贤经传”，“应本新史学精神去观察理解和估价”。“因此，如建立新史观，首先在于破除中国二十
四史的陈规旧套，肃清历代御用史官之一切陈词滥调。与此同时，又必需建立新的历史观点，也就是
说建立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中心的观点，遵照新史观重写当代历史、批判古代历史，使历史还其本来面
目。”按照新史观写述历史，有五点要求: 1. 废除两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历史正统论:成王败寇; 2. 泯灭
过去正史与野史的分界; 3. 是非善恶一本于群体的至公大正的精神; 4. 历史题材主要内容着重治与
被治、贵与贱、富与贫、诸阶层间的奴役关系; 5. 记载以人民的创造进化为中心，强调国民经济、技艺、
创造与发明。① 罗章龙等人当时在北京大学求学，其想法很有可能受到李大钊前述改作中国史思想
的影响。但不论如何，这其中所倡导的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中心、以阶级关系为历史内容、以经济和技
艺发展为记载重心的著史方式，其实蕴含了后来成熟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模式的许多基本

内容。
除了上述文本意义上的撰述吁求外，20 世纪 20 年代还出现过唯物史观影响下的中国通史教学

和研究实践。教学方面，1926 年共产党人恽代英在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兼任教员时，曾开设
“中国史概要”课程。② 虽然恽氏的授课讲义没有保存下来，但其授课思想无疑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的。著述方面，吕思勉 1923 年所编《白话本国史》曾受到唯物史观的显著影响。书中强调要用“科学
的眼光”去研究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譬如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食货一类的史实，就可以知
道社会的生活状况，就知道社会物质方面，物质方面，就是社会进化的一种原因”。③ 具体论述中，吕
氏也非常注意从社会经济的、阶级的角度分析历史问题，特设“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社会革命”等
章节考察先秦、汉代的生产、生计、革命等问题，并盛赞司马迁将社会现象归因于经济的做法，以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④ 该书的指导思想仍为进化史观，如采用上古史、中古史、近古
史、近世史、最近世史的分期，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理解也有很多保留、误解之处，但该书也反映了进
化史观中国通史撰述中唯物史观思想因子的增长。

二、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通史撰述的尝试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前后，唯物史观中国通史撰述正式从设想转入实践。
论战中涌现了一大批中国社会史著作，⑤如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1928 年) 、《中国封建
社会史》( 1929 年) ，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1929 年)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30
年) ，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1934 年)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1936 年) 等。这些著述
运用唯物史观系统观察中国古代历史，在体例和内容上涉及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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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早期探索

上初步具有通史的规模和架构，纵向上也能通贯一个较长的时代，虽以“社会史”为名，但也有了一些
“通史”的意味，算是“半通史性”著作。如时人易君左所言:“每一部真正人类的历史都应该是社会
史，因为每一个人群圈的活动都是社会活动。”①相关著作在通史撰著旨趣和自觉性上尽管不够鲜
明，但也具备了一些通史意识。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虽意在“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但
也对“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了划分; ②熊得山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对中国社会历史从
“横的方面和直的方面都检讨了一番”; ③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给中国史的史前期“整
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并将“中国史”划分为“连续的发展阶段”。④

受论战影响，一些既有明显的唯物史观思想倾向，同时又有明确的通史撰著意识的著作开始出

现。王坚壁的《中国新史纲》( 1930 年) 就是一例。王坚壁其人，生平难以确考，其书 1930 年由平凡
书局分上下册出版( 现仅存上册即前三章，第四章独立为下册，极有可能未出版) ，1932 年上海社会
科学研究会又以《社会主义中国史》为名再版。书中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就是“认识一般历史
运动底法则”，“再在中国历史里去求证验，并规定中国历史创造运动底特殊的细目”，而“历史底客
观法则”就是“社会是继续不绝地进化的”，“社会进化底原动力，就是物质的生产力，由生产力决定
了一切社会形态”，“社会必然发生变革的时机，就是物质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形态，妨害生产力底
发展的时候”。⑤ 作者根据经济关系的演进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太古氏族共产时代( 周代以前) 、封建
时代( 周代) 、商业资本时代( 周末至明清) 、帝国主义统治时代( 近百年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分别
对应一至四章，各章所述涉及经济、政治、农民暴动、学术、宗教等问题。张军光的《中国社会发展史
纲》( 1935 年) 也有着较强的通史意识。书中言: “本书的目的是想供给一般历史的初学者和大中学
生研究历史的参考，所以对于整个的中国史，仅作一种浅近的轮廓的叙述。”“正确的研究历史，分析
历史，必需以时代的经济基础为前提;时代的划分，亦须依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本书把中

国社会的发展，分成‘氏族制度社会’、‘封建制度社会’、‘商业资本制度社会’、‘工业资本制度社
会’诸阶段。”⑥该书叙述远古至康梁变法的历史，与王坚壁的前述分期基本对应，也分四章论之，各
章先论人类社会通则，再述中国社会情形，涉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内容。上述两书是受社会史
论战影响产生的研究性著作，材料、内容单薄，质量粗糙，且都因袭了波格达诺夫的分期论，但也不失
为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通史撰述的早期尝试。
同时期，历史教科书领域也涌现出一些唯物史观影响下的中国通史撰述。它们起源于学校历史

教学的需要，这其实也符合近代史学发展的大潮流。在整个 20 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
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⑦ 这其中就有马克思主义者的通史讲义，如吴
玉章的《中国历史教程》《中国历史大纲》( 以下简称“吴著”) 和齐燕铭的《中国通史》( 以下简称“齐
著”) 。它们都明确提出以唯物史观治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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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君左:《中国社会史》，世界书局 1935 年版，第 1 页。易著主张民族进化论，并非唯物史观史学著作，但也认为“历史的唯物论”
是解释社会进化“最有力量的一种主张”，尽管其“流弊极多”。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新书店 1930 年版，“序”“导论”。
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昆仑书店 1929 年版，“弁言”，第 3 页。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 1934 年版，“李序”，第 2 页;“自序”，第 1 页。
王坚壁:《中国新史纲》，平凡书局 1930 年版，第 6、7 页。
张军光:《中国社会发展史纲》，中华书局 1935 年版，“自序”，第 4 页。
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史林》200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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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自幼喜读史书，有着较好的旧学功底，1927 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远东工人
列宁主义学校等院校学习、任教，从事中国历史教学工作。《中国历史教程》《中国历史大纲》正是吴
玉章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教学讲义和提纲。讲义全稿在 1949 年以前并未公开发表，只有“绪论”部
分在 1949 年由《人民日报》发表，旋由新华书店、华北大学教务处印成单行本。讲稿在解放战争时期
有部分遗失，剩余内容以“删而不改”的原则被部分摘录出来，与《中国历史大纲》一起，收入到《历史
文集》(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78 年版) 中。从公开发表的内容看，《中国历史大纲》共分九章，包括绪
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五部分。《中国历史教程》体例与此相近，部分提法有所变化，如
“中古史”被称为“中世纪史”。全书宗旨非常明确，认为“历史是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研究历史
“只有用马克思的史的唯物辩证法来作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① 两者叙事内容较为全面，
举凡政治、经济、技术、文化、民族等层面的内容都有所涉及，时间从太古写到 1935 年北平学生运动，
体现出开阔的视野;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也是常用手法，注重从阶级剥削、压迫的角度分析农民暴动
的起因，对其抱同情态度，称之为“起义”“革命”，如“秦末陈胜、吴广的起义”“东汉末黄巾的起义”
“太平天国革命”等;史料选取亦颇为精到，体现出扎实的史学功底; 表述以白话文为主，文笔流畅。
吴玉章的讲义在当时虽长期未能公开发表，但他在苏联讲学和研究的情况仍然为很多党内学者所知

晓和推崇，因而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影响。抗战时期，博古就曾极力建议吴玉章公开出版讲义。②

齐燕铭是史学科班出身，1930 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师承经学名家吴承仕，于史学、音韵学、
文字学、朴学等颇多涉猎。20 世纪 30 年代，他在北平中法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中国通史》便
是他在中国大学的教学讲义，1935 年由北平聚魁堂印制。由于没有在市面上公开流行，因而知者不
多，影响有限。就目前存留的书稿看，该书共六章:史前期之推测、商、周( 封建制之完成至崩溃) 、秦、
两汉、三国。全书有着明确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意识，认为中国通史“旨在叙述中国社会文化演进
之一切过程，以观其赓续之法则也”，“历史之法则必建立于物质之观点上不问可知矣。历史过程可
由一种关系之变动以说明之; 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之发展是也”。③ 谈史学方法时，他强调要
“求之于哲学及社会科学书中可为详尽之探讨”，今日的“正确之观点”，即“物质的历史观”。④ 全书
在内容上非常重视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分析，考察政治变动时也多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动着眼;

注意开展阶级分析，从阶级斗争出发考察政权更迭，在用词上倾向于比较中性的“农民暴动”，但对其
持同情态度;在表述风格上，全书文白夹杂，较多地引用了文言文;叙述时颇多考证口吻，体现了朴学

严谨考证的风格，这些都彰显了齐燕铭独特的旧学背景。
齐著和吴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草创时期的状态，书中既明显遗留有进化史观中国通史

著作的诸多痕迹，又蕴含了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通史编纂的风格和趋向。如在历史分期上，它们都
杂糅了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分期观。齐著采用的是朝代分期法，吴著采用的是上古—中古—近
世—近代分期法，都是遵照自然历史进程，以阶段性的时间为划分标准，这是当时国内众多进化史观
史著的通行分期。同时，两者也没有放弃社会形态分期论。齐著对中国社会史的阶段划分是: 殷以
前是史前期，殷代为奴隶社会之末期，周为封建时期，春秋以来封建贵族没落，地主阶级兴起，此后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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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吴玉章:《历史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78 年版，第 73 页。
吴玉章:《历史文集》，“序言”，第 2 页。
齐燕铭:《中国通史》，聚魁堂 1935 年版，第 5、3 页。
齐燕铭:《中国通史》，第 4、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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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封建制之生产方法，直至鸦片战争。① 吴著的分期论则是: 尧舜以前为原始公社社会，商汤伐桀而
有天下是中国社会形成国家而进到奴隶制的开始，武王灭殷奴隶制度发生变化，封建时代出现，秦以

后则造成了特殊的封建时代。② 吴氏的分期论在延安有较大影响，范文澜曾说: “殷代是奴隶社会，
西周是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学者吴玉章同志的主张。”③齐燕铭和吴玉章虽未参加社会史论
战，但都曾受到社会史论战的影响，坚持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
在民族问题上，两者与通行教科书一样，反对中国人种西来说，肯定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吴

著云:“中国历史应该是包括全中国各民族的历史。”④“汉族也不是纯粹的一个民族，然而从最初的
部落杂处，经过多年混血和同化的过程，实造成了东亚的一个伟大的中国民族。”⑤齐著云: “春秋战
国为中国史上变动最剧烈之时期……多数民族至此打成一体。”⑥而与诸多进化史观通史著作的差
别在于，吴著和齐著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一定程度上融合了阶级观点。如吴著在分析南宋和战之争时
说:“我们解剖和战之争的内容，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人民痛恨地主官僚对外则无能，对
内则压迫，因此反抗女真的民族斗争，和反抗地主豪强的社会斗争，是很难分开的。”⑦齐著较多地叙
述了民族压迫事宜。不过，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统治阶层利益与侵略战争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明确提
出反对大汉族主义的主张，对于民族问题的叙述还没有形成严格体例。
受左翼思潮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撰述的通史讲义，也有明显的唯物史观因

素，如卫聚贤的《新中国史》( 1932 年) 和谷霁光的《中国通史》( 1937 年) 。卫氏钻研古史和考古学，
20 世纪 30 年代初曾结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书，写成《中国的母系时代》《中国的氏族社会》《中
国的奴隶社会》等文。《新中国史》是卫氏 1932 年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授课时的讲义，同年在上海暨
南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时又据此为基础编印《中国史讲义》。《新中国史》计十万字，内分六章:历史
的概念、社会组织进化的阶段、生活进化的阶段、工具进化的阶段、中国的民族、人类的意识等。作者
对当时以朝代、工具、生活等为断代的方式表示不满，自创分类纪事本末体，上述五章就是对中国史
所作的分类叙述。他认为，中国民族“曾由氏族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故将中国社会组织的进化划
分为氏族社会、国家的形成、封建的树立、帝国的统一及封建势力的存在、民主政体的成立等阶段。⑧

书中材料多样，所论颇多新奇处，体裁也属别创，进化史观、唯物史观色彩都很明显，而理论与材料的
结合多有牵强附会之处。谷霁光 1933 年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34 年与吴晗、汤象龙
等发起“中国史学研究会”，倡导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1936 年受邀赴南开大学文学院，
担任中国历史讲师。《中国通史》即是其 1936—1937 年执教南开时所编讲义，共九篇 43 章，篇幅宏
富，无明显历史分期，在章节设置与宏观历史问题的把握上颇具社会经济史趋向，对历史上的社会经

济状况和经济政策得失有大量记载和剖析，并能从经济关系中考察社会阶级的分化。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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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齐燕铭:《中国通史》，第 8—9 页。
吴玉章:《历史文集》，第 78、84、85、88 页。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 1 卷第 3 期，1940 年 5 月。
吴玉章:《历史文集》，第 74 页。
吴玉章:《历史文集》，第 94 页。
齐燕铭:《中国通史》，第 164 页。
吴玉章:《历史文集》，第 46 页。
卫聚贤编:《新中国史》，太原德和信印刷厂 1932 年版。
武晓兵、朱洪斌:《谷霁光〈中国通史〉( 讲义) 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1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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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论多是大学讲义，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存在类似情况，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唯物史观思想。①

杨人楩的《初级中学北新本国史》( 1932 年) 和杨东莼的《高中本国史》( 1935 年) 就是代表。杨人楩
为著名无政府主义者，1926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北伐后辗转湘沪闽苏等地中学教授外国
史。此间，他译有克鲁泡特金著《法国大革命史》( 1930 年) ，编著有《初级中学北新外国史》( 1932
年) 、《高中外国史》( 1934 年) 等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其本国史著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上海北新书
局出版的。杨东莼为杨人楩之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1927 年以后在广西、上海等地开展进步文
化工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史学家，曾号召人们“从事于一般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再把中国社会
发展史来和一般社会发展史作一番比较的研究”。② 1935 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杨东莼的《高中本
国史》( 三册) ，该书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多次重印。
二杨的著作作为通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使用，分别遵行了教育部颁布的《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

( 1932 年) 和《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 1933 年) ，在指导思想上无法表露过于“激进”的倾向，更多
地采用了进化史观的主张，如在历史分期上都采用了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 近代史) —现代史的
分期，对于社会形态分期以及唯物史观研究也未予明确表露。但在具体叙事上，唯物史观的经济分
析、阶级分析都是作者的重要手段，诸如生产力、剥削、地主、资本等概念常常行诸笔端，对近代革命
更是大加肯定。如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杨人楩的《初中本国史》评价道: “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
“清室压迫与列强侵略的反动，也就是反帝国主义的原始民生主义的农民革命运动”，是“反清的民
族革命运动，同时又是反封建剥削的民生主义运动”。③ 杨东莼则评价道: “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
我国近代史上划时期的农民革命运动”，其肇因有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农村经济的崩溃和失业
者的增加”，以及政府、官吏“对人民的榨取和剥削”等。④

1937 年以前，中国学者写就的各类带有唯物史观色彩的中国通史著作，富于开创意义，但也有着
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因没有公开出版而未能引起学界关注，或因为学术和政治立场而显得不那么
“正统”，难以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认可。加之，这些著作内容单薄，史料贫乏，质量相对粗糙，与
当时各类进化史观通史著述相比，无论数量和成熟度都有一定差距。
反观当时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外国学者写就的唯物史观中国通史撰述，无论质量还是关注度都更

高。苏联学者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 李俚人、刘隐译，1932 年) 、日本学者森谷克己的《中国
社会经济史》( 陈昌蔚译，1936 年) 、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教程》( 刘惠之、刘希宁译，1937 年) 等，
这些著作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有明显的唯物史观倾向。沙发诺夫的作品毋庸论述。森谷克己的《中国
社会经济史》内分六篇( 22 章) :原始时代、“未成熟的”封建社会之成立时代、官僚主义的封建制之成
立时代、均田制的成立时代、官僚主义的封建制之发展时代、官僚主义的封建制之完成及崩坏时代。
这明显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分期模式。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教程》也是如此，内
分四篇( 11 章) ，分别谈的是氏族制及其以前的社会、周代奴隶制、官僚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中国封
建社会的崩坏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达等时期的历史。这两书都注意吸收中国社会史论战成果，
开展唯物史观的分析，且有着明确的通史意识( 一称“中国社会经济通史”，一称“中国通史”) ，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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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晨的《民国时期初中本国史教科书研究( 1920—1936) 》( 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8 年) 对此曾作过一些分析。
杨东蒪( 杨东莼) :《怎样研究本国史》，《青年界》第 6 卷第 2 期，1934 年 9 月。
杨人楩编:《北新本国史》下册，北新书局 1932 年版，第 69 页;杨人楩编:《初中本国史》第 3 册，北新书局 1934 年版，第 82 页。
杨东蓴( 杨东莼) :《高中本国史》中册，北新书局 1946 年版，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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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三四百页，从远古写到近代，体例完整，材料丰富，在日本国内也颇受好评，前者半年内行销三版，

后者三月内行销三版，足见其受欢迎程度。① 然则两书立场及内中观点都值得商榷。
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评述: “关于中国通史，除日本历史家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

史》、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苏联历史家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拉狄克的《中
国革命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等似是而非的著作外，我们还没有看见一部相对正确的中
国通史。”②翦氏之论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前此中国通史工作并不满意。中国学者的一
些工作可能未能引起翦氏的注意，即使注意到，在他的眼中也算不得贯彻了唯物史观，相较而言，反

而外国学者的工作“相对正确”了。不过，日苏等国学者的政治立场要么沦于托派，要么沦为军国主
义，其史学作品在翦氏看来只能是“似是而非”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成熟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迎来了它的成熟期。
在弘扬民族精神、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传播革命理念上，中国通史撰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
成为中共领袖和学者竞相关注的工作。以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新民主主义
论》( 1940 年) 的发表为标志，中共围绕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认知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如何从史
学上进行诠释和呼应，是革命形势留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在延安，毛泽东亲自向主持
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工作的范文澜下达了撰写中国通史的指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大规模推
进中国通史写作的学术条件逐渐具备，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之准备了思想条件、人才条件和资料条件，
延安、重庆等抗战大后方为之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学术环境。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纷纷涌
现，撰述体系趋于成熟。

20 世纪 40 年代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有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 1941 年上
册，1948 年下册)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1941 年上册，1943 年中册)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
( 1943 年第一卷，1946 年第二卷) 、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 1946 年) 等。这些著作学术性相对较强，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走向成熟的代表。许立群的《中国史话》( 1941 年) 、陈怀白编著的《中国通史
讲话》( 1948 年) 、叶蠖生编的《中国历史读本》( 1949 年) 等，则相对通俗。延安地区也曾编写过一些
学校历史教材，但保留下来的不多。
上述学术性较强的中国通史著作，比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吴玉章、齐燕铭等人的著作，在成熟度

上跃升了一个层次，其理论的深刻性、体例的系统性、材料的丰富性、文字的可读性，都大为提升，更
具通史气象。其形成是有关学者长期积累的结果。翦伯赞早在 1933 年就决定独立撰著一部中国通
史，20 世纪 40 年代后做了从古代到近代的八卷本撰写计划。③ 吕振羽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计划根据
自己有关古代史分期的见解，撰写一部《中国社会史纲》，按社会发展阶段分成四册，《史前期中国社
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分别为第一、二分册。虽然第三、四册未按原计划出版，但相关工作

95

①

②

③

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陈昌蔚译，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译者的话”“著者序言”“一般的参考资料”; 佐野袈裟美: 《中
国历史教程》，刘惠之、刘希宁译，读书出版社 1939 年版，“译者序言”“原序”“参考书目录”。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序”，第 5—6 页。引文中的《中国历史读本》和《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
即为前述《中国历史教程》和《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
张传玺:《校定本序》，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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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为后来的中国通史撰述提供了良好基础。1940 年，他还专门为此写了《本国史研究提纲》。范
文澜有着深厚的旧学功底，虽未参与社会史论战，却有所关注，其《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前经过集体收
集材料和撰著，虽然最终定稿本相当于范氏重写之作，但前期集体工作的积累不可忽视。
一般而言，20 世纪 4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著作的形成背景有着特异性。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通史撰述相比，40 年代的通史撰述有

更好的学术积累。前者的写作以社会史论战为背景，中国古史研究尚在积极探索期，研究积淀还很
不够，史料掌握不足，撰写者为论战的旁观者;后者的写作则是在抗战环境下，作为社会史论战的过

来者萌生了写作通史的愿望，嗣后积多年史学研究实践撰著而成。至于作品形成的直接原因，则前
期多以讲义为主，直接用作教科书，后期先是史著创作，然后再用作教科书。在理论背景方面，30 年
代的学者理论修养相对有限，受历史唯物论的国内传播尚未完成之局限，相关通史著作一方面在史

论结合上容易出现生硬、公式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历史分期、历史动力、历史方法论的认识上差异
较大、各执一词。到 40 年代，中国学者对历史唯物论的内涵有了相对全面的把握，以苏联哲学作为
基本遵循，通史撰述在指导理论上认识更趋统一，史论结合上更加灵活、辩证、系统，更加注意挖掘中
国历史的特殊性。但受革命需要和理论环境影响，相关著述也存在模式单调、争鸣减少、公式化弊病
仍在、阶级斗争论被过度使用等问题。范文澜后来反思说: “我的马列主义修养差得太多，思想上主
观性片面性非常严重，没有力量来正确地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容易发生错误。”①这不
完全是谦辞。
第二，历史分期上，明确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主要分期标准，以此划分中国历史阶段。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学者的中国通史撰述中少见，但在 40 年代成为常态。如范文澜的通史分期方式
是: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成立———远古至秦;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
对外扩张到外族的内侵———秦汉至南北朝; 封建制度社会螺旋式的继续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
入———隋统一至清鸦片战争; ②翦著通史的分期方式是: 前氏族社会、氏族社会( 神农至夏) 、古代社
会( 殷代) 、初期封建社会( 西周、春秋战国) 、中期封建社会( 秦汉) 。③ 吕振羽的通史分期方式则为:
夏以前为图腾制度和氏族制度时期;殷代为奴隶所有者国家;西周初期封建制度成立;秦以后到清为

专制主义封建制时期。④ 吴泽的通史分期方式是:史前原始公社制社会、殷代奴隶制社会、两周初期
封建制社会、秦汉到唐专制主义封建制社会、宋到鸦片战争专制主义封建制社会、鸦片战争到七七抗
战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社会。⑤ 上述分期方式直接体现在各书的纲目上，说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成为
中国通史撰述的基本框架。
分期方式的不同，是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之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最显著的差别之一。吕

振羽甚至将分期方式与通史的“正确”与否挂钩。他在《本国史研究提纲》中说道:“近代中国实验主
义的历史家，他们虽极力反对儒家的‘道统’观和‘记豆腐账’的作史方法，但也只作出‘上古’‘中
世’‘近世’之时间推移的抽象结论，或‘神权’‘王权’‘民权’之政治形式划分的粗浅结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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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全集》第 8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65 页。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华北新华书店 1948 年版。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 1 卷，五十年代出版社 1943 年版;翦伯赞:《中国史纲》第 2 卷，大孚出版公司 1947 年版。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生活书店 1945 年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光华书店 1948 年版。
吴泽:《中国历史简编》，峨眉出版社 194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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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唯物论来研究本国史，近十余年来才开始的，然至今还没有生产一部正确的社会通史。”①在吕
振羽看来，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方式是过于表面的“抽象结论”，远称不上“正确”，能称得上“正
确”的只有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分期标准的通史了。
不过，对上古—中世—近世分期法表示不满的也不止马克思主义者。卫聚贤编撰《新中国史》时

就对此表达了不满。吕思勉在 20 世纪 40 年代重撰中国通史时也放弃了这种方法，对此“颇不谓
然”，认为“其义殊为混淆”，并赞同梁启超“以不分期为善”的主张，强调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
当自立名目，而不必强效他人”。② 这种想法不是孤例。事实上，随着中国史研究走向深入，从 30 年
代至 40 年代，国内大学史学系内中国通史的“断代”讲授体系，逐渐取代“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
分期体系，通史教科书编撰也与此呼应，这体现了人们摒弃西洋史分期、构建符合本国历史发展特点
的通史讲授和著述体系的诉求。③ 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都意识到此前分期方式的问
题，只是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前者以社会形态分期法取代之，后者多以断代分期法取代之。
第三，叙事方法上，中国通史撰述的基本模式初步形成。“把中国历史贯串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

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④这是翦伯赞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中国通史写作
提出的要求。不过，这种模式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初步形成。在范、翦、吕、吴等人的通史著作
中，社会生产力( 生产方式) 、经济构造( 经济状况) 、社会关系( 阶级关系、家族关系、社会组织) 、政治
构造、意识形态( 文化概况) 等内容，成为历史叙述的主要对象，也是章节安排的主要依据，叙述重心
在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由此以较多篇幅讨论经济发展、经济结构、阶级矛盾、农民起义等问题。叙
述顺序上，由经济而政治而文化，遵循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逻辑理路。这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通史著述的叙述逻辑还是有所差别的。后者的叙述重心更多地偏重于政治问题，叙事顺序是
先政治、次社会或文化，经济内容的优先性以及比重并不是很大，这在杨东莼、杨人楩的著作中比较
明显。在吴玉章、齐燕铭的著作中，社会经济内容的比重虽然增多，但重点还是在政治内容上，叙事
顺序上则有时先叙述政治内容，有时先叙述经济内容，总体叙事逻辑上不如 20 世纪 40 年代的通史
著作那样清楚。农民起义方面，20 世纪 30 年代的通史著作在称谓上往往“暴动”和“起义”混用，20
世纪 40 年代的通史著作虽说也是如此，但“起义”称谓、论述篇幅大大增加。这些叙述模式的变化，
表明马克思主义通史在趋向成熟，逐渐发展出一套稳定的撰述体系。
第四，民族问题上，强调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统一民族，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

的。这既是历史事实，也是适合抗战需要的历史叙事。它一方面体现在中国人种起源的认识问题
上，否定“外来说”，认为中国人种起源于本土，以近代考古学有关中国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发现
为主要依据，如吕振羽通史中的“中国人种的起源和华族的形成”“中国民族的构成”两节，范文澜通
史中的“黄河流域最早的居民”等节，翦伯赞通史中的第一章“中国人种的起源与历史的序幕”，吴泽
通史中的“中国人种的由来分布与起源”节，全都循此模式;另一方面体现在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上，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同时将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融合，反对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

侵略行为。吕振羽曾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上，汉族和国境内其他种族的交互关系，对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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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本国史研究提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 1949 年版，第 151—152 页。
吕思勉:《先秦史》，开明书店 1941 年版，第 3 页。
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史学集刊》2011 年第 1 期。
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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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活上，有着相互渗透的作用……在历史上入主的各族，今日又都成了中华民族的构成份子。”①

故其《简明中国通史》“尽可能顾照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
渗入”。② 范著通史也说道:“现代的中华民族，是吸收无数民族，在一定文化一定民族的基础上，经
四五千年的长期斗争和融化，才逐渐形成起来。”③这种在通史著作开头及文中以特定篇幅讨论民族起
源、融合、发展等问题的撰述模式，其实是民国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普遍趋向，它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在相关
问题上受到此前各种进化史观历史教科书的影响。但差异在于，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
阶级观为据，在立场和态度上明确主张民族平等、交融、发展，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不像后者那样，
容易渗透出五族共和思想或大汉族主义倾向，于民族内外的阶级压迫也很少提及。比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述，这些著述在体例上有定式，民族史叙述篇幅有所增加，立场更为鲜明。
第五，历史人物评价上，阶级分析成为主调，社会进步标准、伦理标准、民族立场与之形成一定程

度的张力，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评判交织。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三家通史为例，他们在评判
历史人物时，往往皆将其言行与阶级定性相关连，批判统治阶级、同情被统治阶级，但历史人物的复
杂性难以一概而论，各家在阶级标准之外，各有取舍。范著非常注意“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曾以大量
事例描述统治者的“腐朽”“残酷”“荒淫”“贪欲”“无耻”等，这其中有出于阶级立场和道德立场作出
的合理判断，但对统治阶层进步性的过度低估和过多的道德指责，也对社会进步标准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消解。如在评价汉武帝对外征伐时，范氏将其定性为为“和缓国内的阶级矛盾”发动的“大规模
对外长期侵略”，认为它“奠定地大物博的现代中国的基础”，但人民的力量“被野心的刘彻浪费在侵
略事业上”。④ 由于缺乏战争积极面的描写，过多偏重人民所受战争之苦，范文澜后来自我反思，认
为这是“非历史主义观点”。⑤ 吕著通史着重于“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以较大篇幅论述经济发
展、阶级矛盾、民族问题，反映统治阶级权力斗争的政治史篇幅较小。书中对统治阶级的描写更多地
侧重其对人民的剥削、屠杀，阶级立场鲜明，但道德批判色彩不像范著那样浓厚( 范氏受传统史学观
念影响更深) ，而且颇能辩证立论。如论武帝征伐，吕著认为其“最初的防御方针下的军事行动，是一
种民族自卫的性质;但随后和大商业资本开发商路的要求结合，便转成封建性的侵略战争了”，前者
是“进步的”，后者是“反动的”。⑥ 在对历史唯物论的运用上，吕著体现出较高的素养。翦著通史对
人物的认识比较立体，书中注意描写统治者的“政治腐化”“骄侈淫逸”“残酷盘剥”等，对相关人物的
功过也能客观叙述和评价，有时还会通过想象构建有血有肉的历史形象。同论武帝征伐，翦著更多
地作了肯定，认为它“胜利地完成了世界征服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页空前的辉煌的纪录”。
翦氏还进一步申论大远征的胜利，“决不仅依于汉武帝个人之英雄主义的发挥，而是当时中国商业资
本的活力之历史的要求”。翦氏甚至进一步想象了汉武帝的生活形象，称他是“一位最活泼、最天真、
最情感的人物”，“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⑦ 翦氏所论从民族立场出发，体现
出较强的民族自豪感，阶级标准则有所弱化( 后来在校订本中增加了对广大人民牺牲的评论) ，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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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是，它跳出了模式化、单面化的历史人物评论取向，走向立体式的历史人物评判。
第六，语言风格上，通俗性为各家通史的共同追求，但表述习惯不同，也带来了文风的差异。如

范文澜的通史追求“简明扼要”“通俗生动”，在文字上体现为凝练隽永、文笔犀利、材料丰富、故事性
强。如书中评价王莽时说:“王莽变成了独夫，企图解决问题的王莽，成为被问题解决的王莽。”①翦
伯赞的通史文笔优美、感情丰沛、修辞迭出，以史实为基础，杂以合理想象，故事性强。如书中总结秦
政权的发展时说:“博浪的锤击，东郡的刻词，这都是秦代政府走向灭亡的警报。这位轰轰烈烈的秦
始皇，就在警报声中死去了，可是他死后的面容，还是带着胜利的微笑。”②吕振羽著通史之文风，如
其书名一样，以“简明”为尚，语言平实质朴。比之于范、翦二著，其规模较小，史实高度概括，故事性
不强，讲究程式，但在 1949 年以前的诸家通史中完成度较高。
还有一些中国通史著作亦富有特色。胡绳的《二千年间》( 1946 年) 就是如此。20 世纪 40 年

代，胡绳在重庆浓厚的史学研究氛围下，逐渐转向史学研究，陆续于 1944—1945 年间写作了一些历
史论文，连载于《中学生》杂志，后这些文章由开明书店结集为《二千年间》出版。这是一部描写延续
了两千一百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通史，它突破了以往通史据时间演进分段叙事的横剖面

写法，从皇权、官僚、军队、农民等角度进行纵剖面分析，以问题为线索进行叙事，讨论了皇帝制度及
其两条支柱———做官与当兵、农民与农民战争、边塞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胡绳
对通史体裁的创新有很高的自觉，曾言:“因为封建时代特别长，历史事实繁复而少经过整理，因此的
确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来加以处理。按年代的通史的形式自然需要，《二千年间》一书中的纵剖
面的分析说明也是一种形式。”③又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 1939 年) ，以往人们较少将其纳入马克
思史学史的范围内考察，实则该书也可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这从其章节安排即可看出，
全书分五篇:“游徙部族定居时代( 周平王东迁以前) ”“私有田制生成时代 ( 周平王元年至新莽元
年) ”“封建势力结晶时代( 新莽元年至北宋元年) ”“封建势力持续时代( 北宋初至鸦片之战) ”“资本
主义萌芽时代( 鸦片战争以后到现在) ”。虽然没有严格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立论，但以社会形态理论
作为分期标准是无疑的。书中提出的“历史完形论”，强调历史事件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实际可
以视作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构建起来的中观层面的史学理论。从全书叙事看，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意识、阶级斗争学说的贯彻很明显。因此，该书被国民党当局以“有马克思主义嫌疑”查禁，周谷城当
时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也被责令改教世界史课。再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 1940 年
上册、1945 年下册) ，在其以往通史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突破，唯物史观色彩大大增强，“充分反映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吕思勉的影响”。④ 该书上册叙历代文化变迁，分婚姻、族制、政体、阶级等 18
章;下册叙历代政治盛衰，从“中国民族由来”谈到“革命途中的中国”，计 54 章，反映了“政治的活
动，全靠社会做根柢”的思想。⑤ 书中所谓“文化”即社会经济文化，故谈婚姻时言“一切社会制度，皆
以经济状况为其根本原因”，谈族制时亦言“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⑥ 当然，该书将社会
视同于文化，实则反映进化史观的持续影响，史料上也有单薄之嫌。但瑕不掩瑜，顾颉刚曾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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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体裁很是别致”，“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
破天惊之新理论”。① 再如张荫麟的《中国史纲》( 1941 年) ，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但受唯物史
观影响颇大。张氏亦曾参加“史学研究会”，对于以唯物史观治史有所偏向。撰著《中国史纲》乃张
氏毕生追求，由于张氏早夭，只写成商代至东汉的历史，但这不影响它成为中国通史撰述的精品。书
中虽未明确提到唯物史观，但叙事时仍体现出相应倾向，如论商代文化时从物质文明谈起、叙周代封
建组织崩溃时归因于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谈春秋战国战争性质变化时从经济因素考察。② 不过，张氏
通史理论终究没有超出历史认识论而涉足历史本体论，对历史规律性也持否认态度。③ 费明君在新
中国成立前夕译成《唯物史观中国史:苏联大百科全书版》( 1949 年) ，这是一本苏联学者写就的中国
通史。该书以古代、中世、近代为分期，精简凝练，对近代革命大加铺陈，颇受时人欢迎，但在史料上
多有谬误、牵强附会，以至于被吕思勉批为对中国历史的常识“几乎还够不上水平线”。④

这时期有部分社会史著述同样兼具通史规模，如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 1942 年) 。该书
是邓氏在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史课程时所编讲义，在其出版前，邓氏曾从事十余年的社会发展史

和中国史研究。书中贯彻的分期体系是: 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奴隶社会( 夏殷) 、封建社会( 西周至
鸦片战争) 、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到现在) 。⑤ 全书从远古写到近代，侧重社会经济史的论述，政治
史则薄弱很多，思想文化史很少涉及，因而“横通”上有所不足。又如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 1944
年) ，该书虽名为《中国社会史》，实际只有“古代篇”，述秦以前的历史。书中采用了陶氏的最新分期
法:氏族社会末期及原始封建社会( 商周) 、奴隶社会( 战国至秦汉) 、发达的封建社会( 汉末到唐) 、城
市手工业及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宋代以后至清) 、半殖民地社会( 清末以来) 。⑥ 陶氏是 20 世纪 30 年
代倡导“唯物史观”治史的先锋，但观点多变。陶氏早先的分期论受波格达诺夫影响，但在社会史论
战中遭到批判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趋近的倾向，虽然没有放

弃其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但在承认古代奴隶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点上却有所进步，阶级

分析也得到更多的运用。全书叙事上比较简略，但史料运用上有所讲究。

结 语

1949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经历了其早期探索阶段。作为结晶，诞生了一批在马克
思主义史学史上有经典意义的通史著作。但这个探索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从五四前后以唯物史观
指导中国通史撰述设想的提出，到社会史论战前后部分学者的撰著尝试，再到 1937 年以后马克思主
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日趋成熟，时代的孕育、学术的积累、学者的创造，是这个发展过程的推进因素。
同时，对“新史学”诞生以来进化史观中国通史著作的借鉴亦不可忽视。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新史学有所继承，那中国通史撰述无疑是非常直接的一个体现。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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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体例上，新史学诞生以来的各种进化史观通史著作，不再沿用传统史学的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
本末体，而采用章节体，叙述用白话文、大小字( 正文加注释) ，配以列表、地图、人像、图画等，大大提
升了知识的逻辑性、系统性和可读性，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无不循此
范例。在撰述模式上，进化史观通史著作在著作开头对民族、疆域以及史学相关问题的阐述，叙事过
程以自然史与史前史为叙述起点，历史分期遵循自然演化进程，或以王朝更迭为线索，或以时间为线

索( 上古—中古—近古) ，或以产业和生活演进为线索( 石器—铜器—铁器，渔猎—畜牧—耕稼) ，等
等，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甚至逐渐内化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史料基础和
知识图景方面，新史学诞生以来，积极推进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整理，以及跨学科研究( 吸收考古学、
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成果) ，由此带来新的思路、方法与成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
作有着重要影响，诸如王国维的甲骨学研究、古史辨派的疑古观念、胡适的先秦史研究、傅斯年的民
族史研究等，通过学术的流变，都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中找到影子，甚至得到直接借鉴。上
述诸多因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提供了一个较高的现代学术的知识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本身所经历的探索历程也值得留意。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者很多

时候将自己视作新史学的倡导者，从后者那里“借法”完全可以理解，所以 20 世纪 30 年代初生阶段
的唯物史观中国通史撰述，明显受到进化史观史学著述的影响，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历史分期上效仿

进化史观分期法，而未能采用社会形态分期法。加上相关著述质量、流传范围有限，或立场存在问
题，这都导致它们不为后世所重，甚至被无视。20 世纪 40 年代涌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述则在
撰述模式、体例上显得更成熟，更具象征意义，故为后世推崇，甚至被视为开创( 尽管其模式化观感、
史料上的短板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两相比较，所彰显的学术史的隐微，值得思索。马克思主义中国
通史撰述从设想到完全实现经历了特定历程，其间学术积累和撰著尝试同步并行。20 世纪 30 年代
的通史撰述更多地是由教学需要催生的，学术积累十分不够，故显稚嫩。20 世纪 40 年代的通史撰述
主要出于政治环境需要，学术积累已达一定程度，故显得相对成熟。其间根本差别，是对唯物史观理
念贯彻得彻底、到位与否，而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贯彻是当时学者最为看重的，也是当时学者甄别
马克思主义通史与非马克思主义通史最显著的标志。
分期方式与通史撰述框架、模式有直接关涉，是通史撰述最显而易见的特征，容易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它决定了历史叙事的稳定性和模仿难度，同时指明了历史发展的方向，牵动着对未来社会
的解释。这使之成为意识形态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内容。进化史观分期早先所倡导的上古—中古—
近世分期法，对于阐明社会进化规律、突破传统史观有重要作用，但也因套用西洋史分期、浮于表面
而受质疑、摒弃。与之相比，唯物史观所提供的社会形态分期的替代方案，虽然也易被指为套用西洋
史分期，但其内质深刻很多，与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本质、历史规律的独特理解有关，是“社会”被赋
予“性质”之后的自洽回应。由此延伸，甚至直指共产革命愿景，关连现实革命方案，这无疑成为中国
革命者最为关切的史学问题之一。故此，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关注通史撰述中的这个问题
是可以理解的。同时，跳出来看，那些未能对后世产生足够影响、容易被后人所忽略的史学研究的原
貌及其展现出来的学术图景仍然值得恢复和关注。

( 作者谢辉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 100101)
(责任编辑:敖 凯)

(责任校对: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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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Historical Resolutions”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ummar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 / Cai Qingzhu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mission，attaches great importantance to
drawing lessons from historical past，and is good at gaining the inspiration to move forward． It is the Party's
creative endeavor to synthesiz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the form of“historical resolutions”． The Party has
issued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over the course of its 100-year history． Thes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were all born at 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s． They all promoted the Party's solidarity and
ideological unity by re-examining history，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and exerted far-
reaching influence; they all shone with the brilliance of Marxist thought; they are the embodiments of the
materialist outlook of history and the correct view of the past; they are significant documents of epoch-
making significance for reviewing the past and projecting the future; and they are microscosms of the Party's
magnificent and inspiring century-old struggle．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Writing of Marxi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 / Xie Huiyuan

Before 1949，the writing of Marxi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went through its early stage of explor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scholars for the first time proposed the idea of adop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guide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And some scholars put this idea
into practice before and after debates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he writing of Marxist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has become stereotype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 During this period，
scholars often sublated evolutionary history，and gradually developed a set of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for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basically in line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also became a significant issue for
people to judge the Marxi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by asking whether or not it adopted the theory of five
social forms． This periodization based on social forms is a reflection of Marxist scholar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laws of history． It is a self-consistent response after“society”is endowed
with“natur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 /
Wang Gaoxin

It is necessary to embrace a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 those who study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is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is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history， which specif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sty
replacement and the use of history as a guide，the establishment of dynasties and the divine historical view，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 use of history for politics，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oncept of grand
unification，all of which reveal the linkage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dynastic politics． Second i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ur-category thought． The four categories of jing ( classics ) ， shi ( history ) ， zi
( philosophy) ，and ji ( literary collections) are often mutually inclusive and mutually influenced，and the
four categorie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erms of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historical compilation，collec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and etc．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lection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must be examined． The third is the multi-ethnic perspectiv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history，the hsitoriography of ancien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hould also be a multi-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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